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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保险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

张捷 

一、被保险人身份的认定 

  

   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，保险诈骗罪系身份犯罪，以具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身份的相

关人员参与为必要，以此与普通诈骗犯罪相区别。  

    那么，在被告人购买了二手车辆用于作案，但尚未将保险过户的情况下，被告人是否具备了保险诈骗罪

的主体身份？  

   例一：2006年 4 月，被告人陆某购得二手切诺基吉普车一辆，但未将相关保险一并过户，该车保险合

同所列被保险人仍为原车主王某。2006年 4 月 20日晚，陆某伙同他人利用该车制造了落水事故，后冒充

王某至保险公司理赔，骗得理赔款人民币 2 万余元。  

   在该案中，被告人陆某购买了涉案车辆，成为车辆所有权人，那么其是否当然具备了被保险人身份呢？

笔者认为，根据保险法原理，财产保险合同并非从合同，在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移转的情况下，保险

合同的主体并不当然随之变更，只有在办理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后，被保险人才发生变更。据此，陆某虽

然购买了二手车辆，但在未办理保险变更的情况下，其自身并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身份。本案中，由

于没有法定身份的人员参与，因此应当定性为普通诈骗，而非保险诈骗。  

    二、保险诈骗共犯的主、从区分  

   保险诈骗涉及环节、人员较多，一般需要经历以下环节：预谋—组织资金、车辆、人员—制造事故—

骗取交通警察的事故认定—通知保险公司出险—与保险公司协商定损、理赔—办理理赔手续并领取理赔款

—处理车辆。由于涉及的环节、人员较多，因此，如何认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，做到罪刑相适、

量刑均衡，成为重要问题。  

   该类案件中参与人员大体可分为三类：首先是组织、策划者，主要表现为策划犯罪、组织车辆及人员

实施犯罪、获得主要犯罪利益，该类人员自身并不一定具有被保险人的身份，主要是利用同伙的被保险人

身份实施犯罪；其次是作用相对较轻的积极参加者，主要表现为以被保险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犯罪或虽不具

有被保险人身份，但直接参与共谋并为落实犯意而积极参与到多个犯罪环节中，一般与组织、策划者共享

主要犯罪所得；第三类系相对被动的参与者，主要表现为未参与事先预谋，对犯意的形成未起作用，只是

在犯罪过程中临时接受他人安排，参与到其中某一环节中，并不直接获得犯罪利益，多为打工人员或上述

两类人员的朋友。上述第一、二类人员，分别是组织、策划者以及积极参与者，应当认定为主犯，而第三

类人员相对被动地参与犯罪，并且仅起到次要、辅助作用，应当认定为从犯。  

   例二：2005年 6 月底，被告人蒋某将其中华轿车放在被告人刘某处修理。刘某与其他同案犯初步商议

以该车制造落水事故骗取保险理赔款，并许诺免费修理，取得了蒋某的同意。2005年 8 月 7 日晚，刘某带

领其朋友祁某及修理厂内打工人员张某共同将轿车推入水中，由祁某伪装为肇事司机报警，骗得交通巡逻

警察的事故认定。制造事故后，刘某通知保险公司出险，并与定损人员商定理赔金额，后至蒋某处取得其

身份证，以被保险人蒋某的名义领取了理赔款 3 万余元。  

   就该例而言，被告人李某策划作案、联系车辆、纠集同伙制造事故、参与定损及理赔、直接骗取理赔

款，属于第一类人员，系当然的主犯；被告人蒋某作为车主同意其他共犯利用自己的车辆作案，并提供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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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人的身份资料供他人行骗，属于第二类人员，亦应当认定为主犯；被告人祁某、张某碍于朋友、打工

人员的身份，在刘某安排下参与制造事故（注：属于保险诈骗罪的预备状态，容待下述），属于起帮助作

用的第三类人员，应当认定为从犯。  

   三、保险诈骗中身份犯的主、从地位分析  

   关于保险诈骗罪中共犯的主、从地位问题，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如何界定具有被保险人身份之共犯的地

位，是否具有法定身份即应当被认定为主犯？  

   一种观点认为，既然法定身份的存在是保险诈骗罪得以成立的要件，则具有法定身份的被告人应当成

为主犯。  

   笔者认为，是否具有法定身份是身份犯罪能否成立的问题，而主、从犯则是犯罪成立后的作用认定问

题，二者不能一概而论。保险诈骗中身份犯的主、从地位界定仍应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来考虑，特别需

要考虑身份的取得过程、身份的利用、犯罪利益的最终去向等具体因素。  

   例三：2006年 9 月，被告人李某等人购买一部二手别克车准备作案，在未告知被告人张某的情况下，

自行将车辆及相关保险过户至张某名下。2006年 10月 2 日晚，李某等人制造了车辆落水事故。之后，在

李某等人与保险公司商谈理赔时，张某被安排以车主及被保险人的身份出面，但并未参与商谈。后理赔款

12万余元由李某收取，李某支付张某人民币 1000元作为报酬。  

   在该起保险诈骗中，李某为作案便利而将相关车辆及保险挂靠在被告人张某名下，张某的车主身份及

被保险人身份的取得，只具有形式性。作案过程中，张某虽以被保险人的身份露面，但只是相对被动地接

受其他共犯安排。因此，就其作用而言，仅仅起到协助其他共犯实施犯罪的作用，虽然系身份犯，但仍应

当根据其具体作用认定为从犯。 

四、保险诈骗罪预备、未遂的界定标准  

  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“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，骗取保险金”，

构成保险诈骗罪。有观点认为，只要实施该条文规定的“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”行为，即属于“着手

实施”犯罪，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。  

   例四：2006年底，李某等人利用自己的别克轿车制造了一起事故，后因感觉到风声较紧，未敢通知保

险公司出险。  

   根据上述观点，李某等人虽然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出险，但已经制造了保险事故，实施了刑法条文罪状

中叙明的行为，即属于“着手实施”犯罪，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。  

   笔者认为，上述观点只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形式解释，并没有考虑到法益受侵害的现实危险性。应当

根据法益侵害说对构成要件作实质解释，即任何犯罪行为，只有对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现实侵害的危

险时，才符合“着手实施”的要求。虽然刑法条文将“故意制造保险事故”作为罪状进行描述，但制造保险事

故尚不具备侵害保险人利益的现实危险性，只是为实施保险诈骗创造条件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行为停留于

制造事故阶段，尚不能构成“着手实施”，仅处于犯罪预备阶段，应当以被告人在制造事故后通知保险公司

出险，作为认定“着手实施”保险诈骗行为的具体行为标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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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五、“扩大损失”事故中诈骗金额的计算  

   在数起案件中，被告人的车辆因先前发生的真实事故导致损失。为获取更多的理赔款，被告人故意制

造事故，扩大了实际损失。由于损害集于一车，导致前后损失难以区分。在此情况下，如何计算保险诈骗

的具体金额？  

   有人提出，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“被保险人编制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，保险人对其虚报

的部分不承担给付赔偿金的责任”。根据对该条文的反面解释，即使事后发生了故意“扩大损失”的犯罪行为，

但先前存在的真实损失并不因此发生失权的效果，仍应当由保险公司理赔。所以在计算事后的诈骗金额时

应当将该部分损失扣除。在前后损失的范围难以区分，无法确定实际诈骗金额的情况下，根据“罪疑惟利于

被告人”的原则，对涉案金额应不予认定。  

   例五：2004年底，被告人陈某的轿车发生碰擦事故，为骗取更多的理赔款，陈某伙同他人继续制造了

三车追尾事故，扩大损失，骗取了保险公司支付的理赔款 3万余元。由于前后两次损害集于一车，导致前

后损失范围难以区分。  

   根据上述观点，陈某的车辆先前存在真实损失，保险公司对该部分损失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因此在

计算诈骗得款时，应当将该部分损失扣除。但由于“合法的”先前损失与“非法的”扩大损失难以区分具体金

额，无法确定实际诈骗所得，根据“罪疑惟利于被告人”的原则，对涉案金额应不予认定。  

   笔者认为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在先前损失范围不明的情况下，被告人是否还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赔偿？

如果原本即无权要求赔偿，则仍应当认定为具有诈骗意图。理由在于：虽然根据对保险法第二十八条的理

解，在先前损失范围能够确定时，保险公司仍应当根据保险合同就该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但根据民事

证明责任理论，就该损失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。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获得赔偿，不仅需要有损失

的存在，同时还需要相应损失处于“可被证明”之状态，如果损失无法证明，则被保险人无权获得赔偿。在

本案中，恰恰是由于被告人陈某的“扩大损失”行为致使“先前损失”无法确定，该部分“先前损失”已经处于

无法被证明的状态，陈某当然无权要求保险公司赔偿。但陈某通过另行制造的虚假保险事故，使上述损失

处于虚假的可被证明状态中，进而获取赔偿，就该部分先前损失，仍应当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诈骗意

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并无“罪疑惟利于被告人”原则的适用。 

  

 


